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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德林

情感结构视野下的城乡关系史书写

传统乡村与城市关系发微

1973年，雷蒙·威廉斯出版了旨在考察和探讨“如何

阅读英国乡村宅第诗歌”的理论著作《乡村与城市》。为

了挑战半是想象，半是观察得来的缩减惯例，威廉斯研读

了多部以乡村和城市为主题的英国文学作品，发现了一种

定型化的、二元对立式的乡村与城市关系：

关于乡村，人们已得出那是一种自然生活方

式的观念：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德。关于城市，

人们已然得出那是一个如愿以偿的中心的观念：知

识、交流和光明。人们也已然形成强烈的对立性联

想：城市是喧嚣、俗气和充满野心的地方，而乡村

则是落后、愚昧和处处受限的地方。

这样的“对立性联想”不但很有传统，而且早在城

市开始显影为一种独立的机体存在时就被固定了下来，

引发了“从维吉尔时代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一种生

活方式突然中止了”之类观点，催生了以“消失的农村经

济”“过去的好日子”“黄金时代”为能指的怀旧情绪，

其结果是文人把情感投向了代表“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

德”的乡村。乡村与城市的对比见诸文人所挪用的意象的

截然不同：“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关乎过去的意象，城

市的一般意象是一个关乎未来的意象”；在“一个未被定

义的现在”、在“一个被体验为一种张力的”现在，乡村

与城市的对比被“自然地”用于证实关乎“一种关乎冲动

的尚未解决的分裂和冲突”。所以，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

中存在一种情感结构，就是“关于乡村的观念即关于童年

的观念”，它“常常被转化为关乎乡村往昔的幻觉：接连

不断的、不停地回溯的‘童年时代的快乐英格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未被定义”“被体验为一种

张力”的现状导致了学人们的著述中不乏英格兰农村“现

在正在消失”之类观点，但他们眼中的“现在”却始终像

自动扶梯一样向前移动。比如，在利维斯和汤普森看来，

“旧英格兰”的“有机社会”消失于他们出版《文化与环

境：批评意识的培养》的1933年的“最近”；艾略特坚

信，古老的乡村英格兰终结于1820年代和1830年代初。所

以，向后追溯可谓是文人的一种情感结构，不但导致了上

述二元对立的乡村与城市及其关系认知的定型化，而且引

发了一种“田园符咒”——文人对乡村的喜爱引发对城市

的憎恶，而他们对城市的憎恶又引发对乡村的喜爱。在基

于这一情感结构的乡村与城市叙述中，乡村与城市真实的

历史被遮蔽、乡村与城市关系被错位也就在所难免。既然

“真正的历史历来都是令人吃惊地形形色色的”，任何人

但凡旨在考察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图景，都必须质疑、打破

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叙述，必须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视作

“一个社会、文学和思想史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威廉斯指出，“对这些叙述，我们必须探究的并不是历史

错误，而是历史视角”；视角的选择导致了“证人”——

观察者——在面对复杂的历史状况时的选择性叙述，以理

想化为前提选择支配其特定“情感结构”的意象，建构出

以“在异之同”为特征的定型化的乡村与城市及其相互关

系。所以，一旦我们转换视角，我们就会在通往“过去的

好日子”的自动扶梯上，“看到回溯所支持的依次出现的

批评阶段：宗教的、人文的、政治的、文化的。这些阶段

每一个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值得考察的。而且这些问题中每

一个都关注不同，但它们最终把我们引向了一个难以回答

却又根本性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难以回答却又根本性的问题”，威

廉斯考察了田园诗的发展和演变。威廉斯指出，最早关注

乡村生活的重要文学作品是赫西俄德的教谕诗篇《工作与

时日》，虽然忒奥克里托斯时代对乡村土地肥沃、牛羊成

群、享受春夏的宜人时光的歌颂，才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

田园诗的出现。古典时期田园诗人延续了前辈的传统，在

理想化田园生活描述、对田园生活进行文学加工的同时保

留了田园诗与真实乡村生活的联系，于是便有了日后常见

的种种对比抑或张力：“夏季和冬季之间、愉悦和丧失之

间、收获和劳作之间、歌唱和旅行之间、过去或未来和现

在之间。”在文艺复兴期间的新田园诗中，原本见诸古典

时期田园诗的这些张力被一步步消除了，唯有精心挑选的

快乐、安宁的乡村意象存在，以致在16至18世纪的英国田

园诗或“乡村隐退”诗歌中，“我们绝对不能……以乡村

的本来面目看待乡村”。随着“学术雕饰”成为新传统，

“诗中不再有真相”；英国新古典主义田园诗“已变成一

种高度造作和抽象的形式”，一方面是自然已经从劳作

中的乡下人眼中的自然，变为了科学家或旅行者眼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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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另一方面是它通过严格的戏剧化和浪漫化，刺激了僵

化的“人造”牧歌和田园诗的发展。

一如以《致潘舍斯特》为代表的乡村宅邸诗歌所证明

的，人造田园诗在呈现一种基于快乐往昔和纯真等概念的

情感结构的同时，刺激了“乡村与城市以及宫廷之间的对

比：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虽然这样的田园诗中并

不存在历史回溯价值，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对封建与紧随其后的后封建价值的理想化：对一

种基于显然是一个整体的固定的、互惠性的社会和

经济关系秩序的理想化。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这些

诗歌在时间上与这样一个时期的吻合，于其间另一种

秩序——资本主义农业秩序——正在被成功开拓。

鉴于吻合背后是至今依然重要的价值冲突，这些诗歌

承载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首先，美好纯真的乡村叙述

传统之所以得以潜在地留存下来，是因为作为观察者的诗

人采取了与乡村统治阶级合谋的选择性叙述策略，因而维

护了乡村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次，“在稀松平常的回溯性

激进主义脉络中，对责任、慈善和向邻居敞开大门的强调

与资本主义动力形成了对比，后者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功利

性地化约为赤裸裸的金钱秩序”。因此，威廉斯不但道明

了那个“难以回答却又根本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模

式所带来的生产和生活危机，而且暗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

面，即乡村与城市的真实关系。

比如，在19世纪英国农村，随着资本主义秩序的确

立，无论是全面地区隔工业阶级与地主阶级，还是简单

地对立乡村英国与工业英国，都已不再可能。所以，19

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不乏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鲜花与

特权；工厂浓烟与民主。”然而，一如联系着科贝特等人

的另一传统所暗示的，隐匿在这一意象背后的是乡村的颓

势、乡村劳工的饱受剥削与屈辱：“1815年之后，乡村中

劳工和穷人所遭遇的一切一如漫长的剥削和屈辱中的任何

东西那样糟糕。”维多利亚时代以降，英国乡村进一步失

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因此从过去的相互

依存关系变为了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一

如他在讨论作为当下主要工业社会隐喻的“大都市”的乡

村与城市关系时所言：

发生在“城市”“大都市”经济中的一切决定、

取决于被设定发生在“乡村”的一切，首先是本国的

边远地区，然后是之外的广大地区、其他民族的国

土。从那时起，在英格兰发生过的一切一直在越来越

广泛地发生，通过所有工业国家和所有其它“欠发达

的”但经济上重要的国家之间的新依附关系。

大都市已在主要工业社会居于支配地位，但这并非是

工业社会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讲，它是19世纪

国家内部的功能划分在当下的延伸。西欧和北美的“大都

市”社会是“先进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经济、

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中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欠发达

的”农业或“欠工业化”国家。“大都市”国家通过贸易

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联合管控，从占据地球大部分地区、

容纳地球绝大部分人口的边远地区获取食物，尤其是原材

料。其结果是“通过经济和政治关系，一种乡村与城市模

式已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不但被视为一种世界模式，而

且以此受到挑战”。

乡村与城市关系重构

威廉斯对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乡村与城市叙述的探幽发

微，不但打开了其间的褶皱，让人看到了以旨在理想化的

选择性叙述为前提的情感结构的遮蔽，而且暗示了他自己

的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其基础是他的个人经验、对话文化

精英主义和反思马克思主义。比如，威廉斯本人虽然并不

认同“时代在变好”，但时常借助“我”“我的祖父”的

乡村经验，说明“时代在变得越来越好：过去的日子是糟

糕的日子”，拒斥田园诗人的“过去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之类历史遗憾。另外，威廉斯对“打谷诗人”

达克的评价也可以证明，在他看来，文化并不像阿诺德等

文化精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相

反，文化即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共有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不但通过反思经典马克思主

义建构了自己的情感结构，而且正是基于自己的情感结构

重构了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受家庭与社会情势的影响，威

廉斯在青年时代无疑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二战

之后，尤其是在苏联出兵匈牙利之后，他一度疏离了马

克思主义，但吕西安·戈德曼却让他再次拥抱和启用了马

克思主义。虽然威廉斯并不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

础—上层建筑模式，拒绝简单地把文化活动视作经济活动

的反映和回声，但他始终坚持文化必须用一定的生产方式

加以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力主修订、校正正

统马克思主义，一如他对情感结构的建构那样。威廉斯在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大致存

在三种意识形态观：代表某个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一种信仰

体系、很可能与真实或科学知识相对立的一种虚假信仰体

系、意义和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研究仅仅聚焦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识形态观，忽略、无视意

义和观念生产的物质性的社会过程，完全排除了意义和观

念生产的社会维度。鉴于“意识”始终是这一“被遮蔽”

过程的一部分，威廉斯决意启用范围比意识形态更广、要

素比意识形态更丰富的情感结构，以期强调其“与‘世界

观’或‘意识形态’等更为正式的概念的区隔”，凸显其

“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的、彼此关联的连续性之中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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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意识”。

所以，威廉斯的思想重心虽然发生了从前期的左派

利维斯主义到后期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演变，但他的思想从

一开始便是以利维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为特征的；

《乡村与城市》是“威廉斯正不断重建与马克思主义的友

好关系”的标志，代表了威廉斯思想的走向成熟。第一，

威廉斯拒绝了城市／当下混乱无序而乡村／往昔快乐有序

的对比，摒弃了作为一种历史神话的有机社会概念。在威

廉斯看来，19和20世纪英国作家对有机社会的描述暗示了

一种回归封建社会关系的欲求，一如他在谈论上层农民对

大地主的道德抗议时所言：

于是，道德抗议是以一种暂时的稳定为基础，

就像在后来的乡村抗议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它是

有根有据且令人感动的，但它在其它一些方面却

是不真实的。其理想是地方性的家长式关心与全国

性的立法，以保护某些新近出现的所有权和劳工形

式，这一理想似乎差不多均等地基于拒绝封建主义

专制、深切厌恶新的金钱专制，以及试图稳定一种

过渡性秩序，借助这种秩序，小人物们将被保护不

但免遭圈地运动之苦，而且免遭其劳工懒散之苦。

威廉斯不仅批评了有机社会思想是对往昔的理想化，

而且指出了它是一种旨在遮蔽和逃离当下危机的真实性的

神话。“有机社会概念让人念念不忘如下错觉：我们的问

题的根源并非是资本主义，而是都市工业主义这一更为显

在、更易分辨的制度。”

第二，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向往鼓励了威廉斯

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揭示，但这未必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或

共产主义的全盘接受。威廉斯指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无疑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在乡村与城市的问题上，社会

主义“却逐一而且经常原则上继续，甚至加剧一些相同的

基本进程”。所以，威廉斯虽然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对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的如下论述，即“资产阶级使农

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未

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但同时指出，

“正是在这种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信心之上，共

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歪曲产生了”。鉴于“中国革

命在城市中遭遇了失败，它转移到了乡村并最终发展壮

大。古巴革命从城市来到了乡村，在那里它的力量逐渐成

形”，威廉斯指出，首先，由于“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

村也拯救不了城市”，“我们不应将自己局限于它们的对

比，而是要进一步看到它们的相互关系，并透过这些关系

看到潜在危机的真实形态”。其次，在城市进步主义进一

步战胜田园主义的未来，乡村建设可谓是抵抗资本主义抑

或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重要举措之一。

第三，受启发于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在当今的资本主

义社会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这一观点，威廉斯批评了制造

乡村与城市之分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的工业主义：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虽然并不是始于资本主义

制度，但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发展到了一个令人

吃惊、行将变革的程度。这一基本分隔的其它形式

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隔、管理与操作的分

隔、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分隔。

威廉斯认为，消灭劳动分工、实现新形式的合作即解

决社会危机的出路之所在，一如他在《乡村与城市》的结

尾处所言：“唯有拒绝被分工，我们才能克服分裂。这是

一种个人决定，但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威廉斯因此一方

面从一个侧面呼应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工论述，另

一方面凸显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诸多乡村与城市，因而帮

助我们获取现在与未来。

结语

《乡村与城市》是一部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威廉斯著

作，于其间他不但揭示了见诸英国文学传统的乡村与城市

叙述的情感结构，而且基于自己的情感结构重构了乡村与

城市关系，因而把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的运用从文学艺术拓

展到了社会变迁。正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随着近年来

“乡愁叙述”“乡愁热”再度流行于中国，中国学人纷纷

把目光投向了《乡村与城市》，希望从中获取洞见与启

发。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的情势下，当下中国的乡

愁叙述无疑是多维的，“接合”了农二代、城市中产、资

本精英等视角。所以，我们不妨以《乡村与城市》为方

法，拒绝对“乡愁叙述”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认识到其

背后复杂的城乡历史和社会经济现状。比如，在城市化浪

潮面前，“进城”“去农”正在或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的一

种支配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趋势，一方面是乡村日渐凋

敝甚至逝去，另一方面是城市因改造扩建面目全非，结果

“乡下人”和“城市人”毫无差别地患上了“乡愁病”，

纠缠于其间的既有“回不去的乡村”，也有“留不下的城

市”。然而，我们在看到《乡村与城市》的启示意义的同

时，还必须当心威廉斯曾勉力避免的陷阱，即把乡愁叙述

建构为“另一首唱给乡村的挽歌或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

论”，尤其是在城市中产享有乡村话语支配权的情势下。

对他们而言，浪漫的田园梦与其说是对不合理城乡关系的

质疑和挑战，毋宁说是以乡村之名寻求安全而不失优雅的

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浪漫的田园梦可能不仅含有

更加隐蔽的偏见，而且隐匿着把乡村抽象为无人的风景和

新的欲望空间的危险。S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摘自《外国文学评论》

2016年第4期；原题为《乡村与城市关系史书写：以情感结构为方法》）


